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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关系、政治整合与缅甸族群冲突

廖春勇
内容提要　 交往关系与政治整合代表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基本诉求的不同阶段

和属性，可为理解和认识国家内部族群冲突提供新的视角。公民间交往关系和族体间交
往关系顺畅互补，国家政治整合合理有效有助于推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共同体的建构和
治理。反之，则极易引发族群冲突并导致国家衰败。缅甸统一国族身份认同的缺失以及
现有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歧视性条款使得公民间交往关系呈现较大的紧张与隔阂，而族体
间交往亦呈现出分裂与断层。在政治整合实践中，缅甸政府通过共生环境、制度平台、治
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等层面突出公民身份的分殊性和不平等性，导致两种交往关系和政治
整合深陷恶性循环怪圈，以致常年性族群冲突导致国家的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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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文献回顾
缅甸自１９４８年独立以来由于深陷族群冲突泥沼而成为世界上内战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尽

管２０１０年底开启的政治转型为两届民选政府破解民族和解困境提供了更多自主权，但终因长期的
种族分层和政治互疑导致该进程磕磕绊绊，族群因素无可避免地成为理解缅甸国内冲突的关键变
量。２０２０年初，防控新冠疫情开始成为缅甸政府的施政重点，军方与民地武以挤牙膏式的策略数
次延长全国停火期限，但若开军活动的缅甸西部地区并未纳入停火范围，导致军方与若开军的矛盾
与冲突进一步升级。２０２１年２月，缅甸军方以民盟政府选举舞弊为由强力接管国家政权并宣布全国
进入为期至少一年半的紧急状态。政府更迭与权力转移再次使缅甸国内民族矛盾面临深刻的背景调
整和变换，从而为民地武进一步的政治、领土诉求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机遇。鉴此，若开军、克钦独立
军、克伦民族解放军、南掸邦军等多支民地武先后与缅甸军方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缅甸国内族群矛
盾再次因政局变动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其族群冲突呈现出“全面化”的升级态势。

族群冲突在冷战结束后逐步取代国家间战争成为当今世界社会集体暴力的主要形态。就交往
关系、政治整合与族群冲突的相互关系而言，国内外学者倾向于将交往关系视为政治整合的结果，
而将重点集中于政治整合与族群冲突的因果机制考察。一般认为，多民族国家在政治整合过程中
衍生的族际政治①、国内政治竞争②、政治排斥与资源占有、中央政治歧视与经济分配不均、族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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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全困境以及非对称族群政经结构①等因素是引发族群冲突的主要动因。此外，基于对部分国
家的实证研究，有学者验证了土耳其国内政治整合中教育的性别不平等与族群冲突呈正向关系。②
有研究则证实了菲律宾南部分离主义运动与政治精英塑造的种族差异和文化距离密切相关。③ 亦
有学者基于印度东北各邦族群冲突的考察指出印度族群联邦主义的制度框架固化集体身份、影响
叛乱治理从而带来暴力的泛化。④

目前学界主要沿着历史现状追溯和原因分析两条路径研究缅甸族群冲突。就族群冲突的历史
发展而言，有学者宏观梳理了缅甸独立以来不同时期族群冲突的发展脉络；⑤亦有个案具体阐述少
数民族与缅甸政府的抗争史，如有关克伦族、克钦族的研究⑥；而戴维·布伦纳（Ｄａｖｉｄ Ｂｒｅｎｎｅｒ）开
创性地探讨克伦族内部不同派系权力斗争与缅甸族群冲突的相互关系，首次呈现了冲突与安全研
究最为亟须的族群生态内部数据。⑦ 就族群冲突的动因而言，现有研究大抵集中于英国“分而治
之”的殖民统治⑧、族群互疑⑨、国家建构理念瑏瑠、公民等级制度瑏瑡、缅族特权瑏瑢、立法机构的族群冲突
管理失职瑏瑣，以及外资企业投资引发的民族地区不均衡发展等。瑏瑤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２年以来罗兴
亚危机的持续发酵使其成为当前缅甸族群冲突最为典型的个案并引发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瑏瑥

这些探索遵循的思考路径、得出的结论无疑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为缅甸族群冲突乃至特定国
家的内战管理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但未能触及缅甸长期族群冲突的本质，更无法解释诸如克伦民
族联盟、孟邦民族解放军在签订全国停火协议后仍与缅甸军方发生激烈冲突的深层次动因。有鉴
于此，通过交往关系和国家政治整合两个维度或可对缅甸族群冲突的本质形成新的认识。之所以
如此，主要与上述两个维度的特性有关：一方面，人类的交往与沟通是构成社会的先决条件，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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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成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两个或多个族体共生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
象，如何将多个具有异质性的族体纳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是国家建构的核心环节，而现代国家则
是人类交往关系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因此，二者共同代表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基本诉求的
不同阶段和属性，成为认识和理解国家内部族群冲突分析框架的核心变量。

二、交往关系和政治整合：一种国家族群冲突的分析框架
（一）交往关系
社会交往是社会学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范畴之一。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规定人

的本质，涂尔干基于对近代社会结构的考察指出人的劳动分工可导致社会结构区隔化和个人主义
膨胀，韦伯则关注个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之间的衔接点。２０世纪以来，社会学家、语言学家
开始广泛关注语言在社会网络以及交往中的重要意义，并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位置是可以相互
转化的。应该说，自我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不仅是实现个人具体的、历史性的生存特性的重要媒介，
而且也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基础。在此过程中，个人通过彼此间的交往行为持续地建构了客体、
知识以及行为规范，而后通过这些建构之物塑造和约束个体的想法和行为，因此人与社会的关系过
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建构、相互依赖的持续过程。

现实中，个人与抽象意义的个体有本质性的区别，其应被视为社会关系重重包裹的个体，与自
我发生关系并同时与他人产生联系是个人存在以及社会发展的首要属性，因而个人是交往关系最
为根本的主体。随着个人交往范围的逐步扩大，交往主体才表现为一定的群体形式。这种群体既
可以一定的族群、部落、社群甚至是行业组织为代表，又可以作为抽象个体集合的国家为表现形式。
国家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开始成为人类交往关系中最为普遍且重要的交往主体，但其内
部由于利益的多样性也常常表现为不同公民之间、公民与族体之间、不同族体之间以及公民、族体
与国家之间等多重错综复杂的交往关系。

在上述复杂关系中，公民间交往关系和族体间交往关系对统一国族整合与建构至关重要。安
东尼·史密斯（Ａ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曾指出：“当公民与族裔两种成分之间存在缝隙时，文化和公民权
就会彼此相互加强，国家的作用得到充分实现。相反……当公民的或者族裔的要素中一方逐渐占
据了优势，国家的团结和权力就会被削弱，就可能导致公民身份与族裔的冲突”。① 换言之，任何一
个国家的成功都来源于公民和族体之间共生关系的和谐，因而成为国家建构过程中亟待平衡的两
个重要方面。以国家为基础，明确公民的法律和政治关系就是公民间交往关系；而以族体为基础，
谋求和增进本民族狭隘利益而衍生的联系则是族体间交往关系。②

实现公民间交往关系与族体间交往关系均衡发展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理想状态，但这两种
交往关系在不同类型国家的场域中却各有特点。在多数发达国家中，由于公民身份在古希腊城邦
时代就早已形成广泛基础，而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同质化的公民身份在宪法和法律的规
制下逐渐固定下来，相应的政府机构和法律制度成为其国家内部不同交往关系的源泉和基础。在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普遍缺乏公民身份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经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身
份常常与族群、部落、村落等次国家群体的成员身份相互缠绕。由于公民身份是在国家独立后才开
始建构，发展历史相对短暂，因此民众在面对族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问题时更多地将希望寄托
于能够保护自身利益与安全的部落或者族群。在此过程中，以血缘、语言、原生文化、祖籍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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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基本要素的“族性”再次得到强化，通过族体或者血缘家族关系编织起来的庇护关系复杂交错
成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交往关系最为显著的特征。

（二）政治整合
政治整合一直是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共同话题，其效果直接关乎一国的稳定与发展。整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表示社会内部克服了分工的异质性因素，形成一个新的平衡整体的过程。① 对于国家
而言，政治整合就是要通过一定的文化价值体系、权威结构、关系纽带、制度规范等将国家中不同族
群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过程和状态。② 这个过程包含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相辅相成的实践向
度：一方面要求“以国家权力为依托，通过发掘执政资源、意识形态宣传、构建民族制度、发扬国族
文化等多种方式，将国内各民族整合为一个统一国族的过程”；另一方面要求“各个民族基于理性
和政治认同，在政治权力的作用下，不断强化各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政治联结、文化交流、经济联系
等，进而将自身‘镶嵌’进入到统一国族的过程”。③因而，不同的整合理念与具体实践将深刻影响一
个国家的公民间交往关系和族体间交往关系。

国家作为政治整合的主导力量一方面需要在理念层面确定整合的基本设想与思路，另一方面
又需要在实践层面创设相应制度和措施以落实此前的整合理念。就政治整合理念而言，多维族体、
多元认同、多重交往关系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背景性问题”，构成政治权威确定整合理念的
根本出发点。选择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包容理念还是遵循多民族隔阂的排斥设想总体上由一国的政
治精英决定，但两种不同的理念设想也将带来各异的政治整合效果。追求各民族共荣共生，国家基
于统一国族和认同塑造的政策与制度将嵌入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生成和扩大不同交往主体的
“共同性”，为公民间交往关系的增强以及族体成员摆脱狭隘身份、族群认同奠定了基础。相反地，
追求强制性民族同化并有意扩大民族矛盾的排斥性政治整合虽加强了主体民族在各领域的优势地
位，但无形中增长其他族体的社会剥夺感并强化该族体的区域和族群认同。因此，排斥性的政治整
合与追求国家同一性的根本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在政治整合实践层面，国家需要通过共生环境建设、制度平台建立、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等方
面实现既定的整合目标。共生环境是公民和族体共享的社会环境，从宏观上讲包括生态、经济、安
全、法律、文化等诸多层面。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外部条件往往是发展不均衡的，甚至存在一定的断
裂点。制度平台建立则主要表现为政府的组建、政党的建立或利益集团的成立等，这些机制在两种
交往关系中发挥着对话和协商的作用，有利于利益冲突和身份认同危机的规避与消弭。治理体系
与能力建设关乎政治整合的动态调整，需要政治权威就交往关系产生的困难与问题向其他交往主
体寻求协商解决。如果将前述制度平台建设视为一种刚性的统治，那么治理则可理解为国家吸纳
不同的公民和族体采取协商对话的合作方式以就现有矛盾达成各方可接受的共识。

（三）交往关系、政治整合与族群冲突的关联
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建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公民间交往关系与族体间交往关系相互杂糅、相互

建构的社会政治局面。一方面，公民间交往关系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承担着联系族体的桥梁作
用。一国公民同时从属于特定国家公民、族体成员的一身两任或多任的身份特征促进了不同族体
之间、族体和国家之间的链接。公民间交往关系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成员的影响，通过与公民
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最终实现占有和影响由公民编织起来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场域的目的。这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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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又可视为国家权力以公民间交往关系为媒介实现对族体交往关系的渗透。通过在宪法意义上确
认公民平等的国民身份，冲击和解构了族体内部长期形成等级的、血缘的关系，最终推动公民将族
体认同转移至国家认同。换言之，当国家权力不断缩小并限制特定族体的公民身份时，公民间交往
关系体现为断层的状态，回归族体关系并主张族体权利成为交往关系的显著特征。

另一方面，族体间交往关系的“分殊性”暗含着族群冲突的因子。公民身份不仅未曾出现在发
展中国家的历史中，而且受到诸如血缘、种族、语言、宗教等“原生民族情感”的严重挑战，使得多民
族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公民同质性过程中不得不将公民交往关系与族体所固有的等级特点结合起
来，导致公民间的交往关系打上等次之分的烙印。这就促成一种“分殊性公民”的事实：保证某个
处于主导地位的族体在公民关系系列中处于统治地位，享有更多权利；同时又使某个地位低的族体
依附于前者，其公民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公民等级之分保证了国家统一和主导族体的凝聚力，但
却成为引发国家内部族群冲突的导火索。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族群冲突的案例中，少数民族政治
精英常常将族体关系不平等性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标语，以血缘关系、共同祖先、同宗同种、共同语
言和宗教为代表的原生性集聚起来强大内聚力抗衡、摆脱国家同质性建构。这种现象在缅甸、泰
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表现比较集中。

本质上，政治整合就是在回应公民间交往和族体间交往产生的各种矛盾，最终构建一种以公民
间交往关系为基础促进和推进不同族体间交往关系和谐共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现实中的多民族发
展中国家处于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相互作用的关系网络中，国家是“同一性”的维护者和建构者，
社会则更多体现为多元性。国家在维护“同一性”的过程中，首先要为公民和不同族体创造一种能
够正常交往的条件。这种条件的获得和维护从来都是在回应公民的诉求，并在照料不同族体利益
和认同的需要中加以调适和发展的。由于兼顾交往各方的利益和文化要求，此时的政治整合不仅
促进不同族体交往关系的发展，而且进一步催生不同族体间共有文化和统一行为，从而为公民间交
往关系提供更多的同一性条件。如新加坡在华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背景下设立集选区保障少数族
体的政治权益。通过将某些选区合成一个大选区，由多名候选人以一个团队竞选，从而保证马来
族、印度族或者欧亚裔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

然而，国家在追求“同一性”的政治整合过程中往往由于决策的失误而造成政策和制度设计上
的缺陷。这些缺陷和问题势必引发所涉及公民和不同族体的抵制和反抗，当国家缺乏必要的反思
和调整时则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 Ｌ．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曾指出，当族体认为自己的正
当权益受到侵犯且非分离主义抗争又带来新的损失时，通过分离运动实现民族独立是其最佳的行
为选择。① 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将不同族体组织到一个固定的制度架构过程本身就存在政治参与、
经济安排以及政治心理等方面的结构性张力。首先，国家提供的公共权力组织既可以作为不同族
体的对话平台，又可能成为族体政治竞争的对象，从而加剧少数民族政党的高族裔性。其次，国家
对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亦是政治整合的应有之义，但无形中极易引发不同族体间的经济矛盾
和冲突，因为族体大多是与一定的土地、资源密切联系的。最后，政治整合的制度缺陷催生不同少
数族体的国家认同向族体认同的复归。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印尼苏哈托政府在亚齐开发中仅关注
本家族和部分爪哇人的经济利益，最终引发亚齐人与中央政府的严重对抗。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也
因南部地区和棉兰老岛开发经济分配不均而催生出穆斯林分离运动。这些大大小小的族群冲突各
有其诱因，但国家政治整合的制度缺陷却是其共同动因。总之，两种交往关系顺畅互补，国家政治
整合合理有效有助于推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共同体的建构和治理。当一国内部交往关系出现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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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而国家权力在政治整合过程中又未能妥善应对和消弭该矛盾，则极易引发族群冲突并导致国家
衰败。

三、缅甸社会关系中的交往断层
缅甸是中南半岛国土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根据缅甸劳工移民与人口部最新数据，截至

２０２１年４月缅甸全国人口总数为５５００万。由于国内民族支系众多，缅甸政府沿用１９３１年英国殖
民统治时期的民族划分标准，将国内分为８大族群１３５个民族。其中，缅族为主体民族，约占缅甸
总人口的６８％，克伦族、掸族、若开族、孟族、克钦族、克耶族、钦族等七个民族为缅甸人口较多的世
居少数民族。同时，缅甸又是一个多宗教信仰国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原始拜物
教等在缅甸社会都有规模不等的信众。英国学者傅尼凡（Ｊｏｈｎ Ｆｕｒｎｉｖａｌｌ）曾指出，缅甸是东南亚国
家中颇具多元社会特征的典型，“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本地人并存而不混合，每个群体都保有
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保有自己的观念和做法”①。这种观点实际上印证缅甸社会尽管存在多
元族体夹杂而居，但缅甸历届政府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族身份认同，族
群内部狭隘的身份与文化内核始终坚不可破。

缅族曾先后建立起蒲甘王朝、东吁王朝以及贡榜王朝等三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近代缅甸反对
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过程中的领导地位使其成为优势民族。１９４８年１月独立
后，尽管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甸早期民主领导人渴望建立一个基于平等、互相尊重、互信等原则
基础上的联邦国家，但其继任者并未能够制定出一套适合缅甸族群多样性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基础，
以至于两种交往关系表现为一种断层结构。

（一）公民间交往关系断层
由于缅甸社会长期未建立起统一的国族身份认同以及现有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歧视性条款使

得公民间交往关系呈现较大的紧张与隔阂，以至于族裔关系、宗教关系超越公民关系成为该国社会
内部最为坚硬的内核。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该命题虽然将妇女、异邦人以
及非公民的奴隶排除在城邦政治生活之外，但至少肯定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是公民最为根本的政
治属性。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和义务，因此公民间交往关系通畅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同时更取决于具
体的政治实践。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国家政治秩序并未实现根本稳定而陷入长期内战的梦
魇，国家宪法也因此经历多次废立。缅甸政府先后颁布三部宪法并将公民平等、自由作为每部宪法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通过缩小公民资格定义和实行民族差别等措施不断
加剧公民间的交往断层。

关于公民资格的获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包容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缅甸政府则不断紧缩和
限制公民资格的获取条件。《缅甸联邦宪法》（１９４７年宪法）作为缅甸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对公民的
定义十分宽泛，将本地人、外来少数民族都列入缅甸公民的范畴。② 事实上，缅甸官方先后颁布不
同法令限制公民身份的获取资格。如１９４８年《联邦公民法案》对印度裔获取公民身份做出了限
制，要求申请人必须出示祖辈中至少两代人在缅甸的居住证明，同时要求申请人及其父母必须在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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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１９４７年宪法规定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之一即享有公民权利：一是父母均为缅甸本土民族；二是出生在缅甸并且有一个祖父
辈是本土民族；三是出生在缅甸，父母现在或者曾经生活在宪法建立之初的，包括战争中逃跑来的印度人和英国人；四是英国管辖区域
内出生并且在１９４７年宪法开始执行或者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前的十年时间里有八年是居住在缅甸的。



甸出生。１９６２年，奈温军人集团重新解释１９４８年公民法案并取消罗兴亚穆斯林族群的公民身份。
１９８２年，缅甸新公民法进一步缩小公民资格的条件，将公民划分为缅甸公民、客籍公民和归化公民
三种类型。其中，缅甸公民是缅历１１８５年或公历１８２３年之前就定居在缅甸的克钦、克耶、克伦、
钦、缅、孟、若开、掸等纯土著公民。客籍公民则是独立之前就迁居缅甸，曾提出过入籍申请，且符合
１９４８年颁布的《缅甸联邦入籍法》和《缅甸联邦选择国籍条例》规定的外侨。归化公民是独立前迁
居缅甸的人及其在缅出生的子女，如未提出过入籍申请，但符合新入籍规定的外侨。① １９７７年，缅
甸官方曾对若开邦展开身份检查导致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人逃往孟加拉国，而后又宣布该族群为
非法外国人。显然，１９８２年新公民法的出台主要是为了取消罗兴亚穆斯林族群的公民身份，同时
也给国内大批没有身份证的其他少数民族如印度裔、华裔等带来了严重的公民身份归属问题。这
些少数民族或因为所在地区武装叛乱活动猖獗，或因为政府不愿意让他们注册等原因失去与其他
缅甸本土民众一样平等的公民身份。

（二）族体间交往关系断层
英国殖民统治遗产、既有政治制度以及长期内战等多重因素相互交叉作用导致缅甸族体之间

的分裂和交往断层。中肯而言，英国殖民统治对缅甸国内族体间的交往关系影响最大。为在缅甸
建立起稳定的法律、法规和政治秩序，英国殖民政府在行政、军事力量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
大规模改造。首先，殖民政府通过中央集权制对下缅甸的平原地区进行直接管理，而在高山地区则
依照当地传统和惯例委任少数民族首领如头人、土司或者酋长等进行间接管理。两种管理模式高
度差异化导致的最为直接后果就是造成缅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隔绝。其次，殖民政府为扩充
军事力量人为地将缅甸族群分为军事种族与非军事种族两种类别：将克钦、克伦以及钦等非缅族少
数族群作为军队与警察征召的主要来源，而较少将缅族青年纳入其中。当出于巩固统治需要对缅
甸社会进行武力镇压时，这些少数民族军警无可避免地成为缅族人的“共同敌人”，加剧缅甸国内
不同族体之间的仇恨。

在社会结构层面，英国殖民统治对缅甸社会开放导致大批外来移民迅速涌入并占领银行、运
输、商业、农业甚至是行政管理等部门，而缅甸本土居民则由于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等方面的匮乏逐
渐在竞争中沦为社会底层。欧洲人（以英国人为主）、英裔印度人、英裔缅甸人、印度人、华人等作
为缅甸社会外来族群虽然人数占比不高，但却占据行政、司法、军警、外贸等方面的特权。尤其是英
国殖民者处于行政、经济和社会的最上层，缅甸本土族群则更多从事体力劳动方面的工作。数据显
示，１９３１年缅甸约有９４％的本土民族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仅有小部分人有机会进入殖民管理
体系。② 即便是在缅族人从事最多的农业领域，印度人依然控制土地租赁、农产品买卖与运输等方
面的特权。如１９２０年，印度人开始与缅族人争夺三角洲地区的稻米贸易与运输，１９３０年前后其则
转变为下缅甸地区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和放贷者。研究指出，１９３８年印度切蒂亚人约持有下缅甸地
区四分之一的土地。③ 这种分裂与对立的社会结构在英国“分而治之”策略指导下不断强化，最终
触发缅族人强烈的集体相对剥夺感和危机意识并引发大规模的反移民抗争。因此，缅甸早期大缅
族主义运动对外来族裔打着“把缅甸还给缅族人”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

当前，缅甸现有行政区划和政治体系的高族裔性也强化了族体交往的中心性和差异性。缅甸
现行行政区划为“七省七邦”制，省和邦级别相同，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均以该区域主要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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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命名。该行政区划最早发祥于奈温执政时期，本意是要确保缅甸民族团结，维护联邦统一这一
根本目标。然而，有意识地以“邦”代替省建立族群、语言以及宗教差别的行政制度恰恰强化了族
体之间的分裂特征。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指出：“一个种群就是一个文化集体，它强调血缘神
话和历史记忆的作用，并通过一种或多种差异（如宗教、风俗、语言、制度等）被识别出来。”①因此，
如何消解族体之间的差异性并扩大统一国族身份的共同性成为当代多民族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
难题。

有趣的是，这种族体边界又是变动不居的，以族裔为基础的族体成员文化认同在一定条件下却
是容易发生变化的。个体作为特定族裔成员，同时也兼具国家公民的身份特征。多种身份归于一
身的特点决定了个体忠诚的对象不仅仅包括他们的家庭、村庄、种姓以及宗教共同体，而且也包括
不同的族裔共同体和国家。一般而言，当个体突破族裔认同并将忠诚对象诉诸于国家的时候标志
着国家统一国族身份建构的完成。然而，缅甸政府自奈温掌管国家政权之后过分强调中央集权而
完全忽视少数民族邦的自治权，导致以民族命名的少数民族群体不得不将文化认同与身份忠诚下
移到族体内部。“此种截然不同的、凝聚力强的族体身份认同将使群体之间的边界更为明显，同时
加剧国家对个体同化的困难。”②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省邦区域行政在缅族内部极易造成一种错
觉：少数民族只能在所依附于的特定领土范围内活动，无形中增加缅甸社会不同族体间的交流
障碍。

同时，缅甸２０１０年政治转型推动政党政治向高族裔性发展，加剧了缅族与少数民族的政治竞
争关系。合作共生是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族际政治以及国家整合的理想状态，不同族体通过代表本
族群利益的政党与其他族体相互沟通、互利共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存、共生、共荣的族际政治文
明。尽管全国大选给缅甸社会带来更多的政治表达权利和社会自由，但却使国家行政机关成为不
同族体争夺的对象。经历军人政权的长期高压统治后，组建代表本民族利益的政党参与国家议会
选举并赢得话语权成为众多少数民族政党维护本族体和地区利益的重要目标。相关统计结果显
示，２０１０年缅甸大选中注册登记参选的４７个政党中约有三分之二宣称代表少数民族利益，而２０１５
年注册选举的９７个政党中有５４个为少数民族政党。③ 遗憾的是，当前缅甸“简单多数制”的选举
制度使得少数民族政党很难与缅甸民主联盟、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等缅族政党匹敌。

尤其指出的是，罗兴亚穆斯林族群在近年来举行的多次选举中依然被剥夺投票权。２０１５年，
时任总统吴登盛宣布临时取消罗兴亚人持有的唯一合法白卡身份证明，直接导致数十万罗兴亚人
失去宝贵的投票权。２０２０年，３个罗兴亚政党在选举委员会登记注册，但却被告知无法以“罗兴
亚”名字命名；同时有４名获得提名权的政党候选人因为无法提供父母出生证明而被取消候选人
资格。有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大选中，缅族对于穆斯林族群歧视直接导致后者约２３％的代表被剥夺
候选人资格，而其他族群仅占比０． ３％。④ 总而言之，高族裔性已经深嵌于缅甸不同族体交往过程，
且随着政治转型的深化高度影响选举政治和族体间关系。

四、排斥性政治整合与缅甸族群冲突
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民族建构还是在国家建构领域都仍处于不断探索的未竟阶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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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族群、文化、语言以及宗教等具有高度异质性和复合性的社会，国家作为政治整合的主导力
量担负着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一体化的重要职责。一般而言，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是一
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整合层次大致沿着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三个方面展开。虽然各个层次在整合
内容、客体以及具体机制等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对政治权力的掌握使国家层面的政治整合更具有
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国家内部是秉承共荣共生还是排斥互斗的整合理念并非取决于政府或者领
导人的口头宣传，而在很大程度上由该国具体的政治整合实践反映。同化模式、多元文化主义是多
民族国家最为常见的整合模式。由于交往关系的特殊性往往使得国家不可能对同一整合模式和政
策一以贯之，加之国际移民、跨境民族现象陡增两种交往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多元文化主义越来越
成为大多数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路径选择。现行２００８年宪法明确承认缅甸是多民族聚居的国
家，而且决心培养和巩固贯穿民族平等思想以实现联邦不分裂、民族团结不破裂的根本目标。然
而，缅甸历届政府均不同程度地将追求统一和中心性作为国家整合的根本目标，忽视甚至排斥其他
少数民族的正当生存和发展权利，从而导致两种交往关系的紧张与断层。同时，通过共生环境、制
度平台、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等层面突出公民身份的分殊性和不平等性，导致两种交往关系和政治
整合深陷恶性循环怪圈，以致于常年性族群冲突成为国家的常态。

（一）共生环境缺失与缅甸族群冲突
共生环境为一个国家内部公民和不同族体共享，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安全环境等范

畴。生态环境涉及一个国家不同民族共同生存的自然环境建设与保护，其对政治整合的贡献源于
公民或族体共有、共享过程中催生的统一国族认同。当前，缅甸的族体生态环境分配布局呈现较大
的不平衡性，缅族大多聚居于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伊洛瓦底江中下游以及三角洲地区，而少数民族
则散居于缅甸东、西、北部的高山、密林地区，生活水平相对原始落后。高山、大河的天然阻隔成为
制约缅甸国内交往关系发展的障碍，而数十年族群冲突以及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严重
影响公民之间以及不同族体的正常交往。有数据显示，东盟国家近年来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除缅甸
外均处于正增长趋势，常年战乱使该国道路总长度由２０１８年的１６２７６６． ２公里锐减至１３８２７２． ４
公里。①

社会环境指涉一个国家公民和不同族体基于交往实践而建立的关系网络。历史上，由缅族主
导的封建王朝均采取部族国家的治理方式，对非缅族如孟族、掸族、克伦族等采取遏制发展的民族
政策。如对孟族采取通婚、文化接纳等形式的同化政策，对掸族采取控制的民族政策，上述举措非
但没能促进缅甸统一的身份认同，反而在历史记忆层面给缅族与非缅族族体交往关系蒙上阴影。
缅甸独立后，尽管吴努政府以二十多种民族语言进行广播的形式间接承认多元族体共存的客观事
实，但随后统一国教、遏制少数民族教育成为缅族政治精英开展同质化的重要举措。由于部分少数
民族的反抗引发了缅甸社会大规模的族群冲突，致使大缅族主义成为缅甸国内主导的社会情绪。
有研究表明，缅甸国内两种交往关系呈现出一定的分离特性，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使缅族对伊斯兰
信众的心理歧视最大、印度教次之，而对基督教信仰则持有较大程度的包容。②

就安全环境而言，缅甸独立后不久就陷入与少数民族内战的旋涡而成为国际社会中内战时间
最长的国家之一。尽管历次全国大选给缅甸国内民族和解带来难得机遇，巩发党、民盟领导的民选
政府也通过和平大会将多支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拉回谈判桌，但缅甸国防军与若开军、克钦独立军等
实力较强的民地武仍处于交战状态。更为严重的是，２０２１年２月缅甸国防军强力接管国家政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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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令缅甸政局陷入深刻动荡之中，而民盟发起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与前者愈演愈烈的政治合法
性争夺则给缅甸国内安全带来更多风险与挑战。２０２２年９月，“民族团结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
状态并呼吁缅甸民众向国防军发起人民战争，此后迅速得到仰光、曼德勒以及钦邦等学生组织和人
民国防军的响应。仅在钦邦，钦兰国防军（Ｃｈｉｎｌ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ｃｅ）与缅甸国防军的交火就高达３００
多次，造成约５００名军警以及６０多名无辜群众的伤亡。① 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则宣称，截至９月２３日，缅甸军警在此次接管政权中共逮捕６７１８
人，造成１１２１名群众死亡。② 随着缅甸国内政局的持续恶化，“民族团结政府”领导的人民国防军
与多支民地武的力量合流将使缅甸面临全面内战和深度内乱的困境。

（二）政治机制排斥与缅甸族群冲突
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公民之间和族体之间的交往不仅存在于社会之中，而且也集中于一定的政

治舞台之上。由于两种交往关系的内部矛盾以及彼此关系的协调最终都集中到作为政治整合关键
环节的政治权力运用、政策制定以及利益的分配上，这些活动都离不开一定政治机制或者平台的建
立。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内部协调两种关系的主要机制由政府和政党等两方面构成。前者通过各
级政府部门、科层官僚队伍和公职人员在代表“民意”的基础上解决公民和不同族体交往存在的各
种问题；后者通过组建政党而成为一个有着明确政治或文化边界的自为群体。就政府权力架构而
言，军人集团长期执政以及文官政府昙花一现均不同程度固化了两种交往关系的竞争性与排斥性。
如果说军人专政是缅甸独立后政治发展的典型特征，那么维护本集团狭隘的政治、经济特权并提
防、抗拒其他阶层的分享要求则是其在国家权力层面政治整合的主要诉求。缅甸独立以来的政治
发展史除早期短暂的议会民主制实践之外，国家政权长期为军人集团牢牢把控，军政关系成为影响
两种交往关系互动并塑造缅甸政治整合结果的核心变量。１９６２年以来，无论是奈温执政时期的军
事革命委员会，还是丹瑞掌权时期的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甚至是新近成立的国家管理委员会均
代表缅甸最高权力机关，其成员由清一色的高级军官组成。

缅甸军官大抵由军事院校培养、地方高校毕业生选拔以及优秀士官提拔出身，高级军官则主要
通过裙带资本的庇护关系内定产生，因此缅军领导层更多表现为以国防军总司令为核心的亲信、家
属圈层，普通士兵很难通过合理的社会流动进入该阶层。尽管缅甸国防军在后续军事改革中尝试
征召钦族、孟族、克伦族等少数民族加入，但由缅族军官担任主要领导、指挥角色的组织原则从
１９６２年之后就沿用至今。③ 同时，在普通士兵当中，海军、空军更倾向于招募有一定知识和技能基
础的城市年轻兵源，农村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则更容易分配到陆军当中。④ 缅甸国防军在组织结构
上表现为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中心，处于顶端的是以国防军总司令为核心及其裙带关系组成的少
量缅族高级军官，而底层则由少数民族士兵或无社会背景、知识和技能稍有欠缺的缅族士兵组成。
有意思的是，２０１１年文官政府执政以来，军方一直以２００８年宪法作为干预政治的“尚方宝剑”，实
行一种近乎由军方全面领导的“有纪律的民主”的政治改革。２０２１年２月对民盟政府权力的接管
再一次验证缅甸军方对国家权力的全面控制。

就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而言，当前缅甸政党具有较高的族裔性与地方性特征且在现有选举制
度的影响下呈现出相互竞争态势，无法有效弥合两种交往关系所产生的裂痕。历史上，英国殖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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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对缅甸最为重要的政治影响就是引入了现代政党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缅甸现代政党制度的确
立和发展有强大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但在组织民众政治参与、综合不同利益以及充当社会与国家之
间的桥梁等功能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数十年的军人专政严格将政党以及选举制度隔绝在政治体
系之外，“有纪律的民主”阶段也并非完全放开组建政党和公开选举的权力，因为缅甸国防军依然
是决定政党生死存亡的关键。２０１０年以来，除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全国民主联盟等少数全国性缅
族政党外，在联邦选举委员会登记注册的政党越来越呈现出浓厚的族裔性和地方性特征。少数民
族政党不仅要求代表本族群的声音，而且意图扩大自身在缅甸政坛中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政党作
为一种不完全现代的制度，其在履行职责和功能时总受到庇护、妥协等政治逻辑的影响。① 而以本
族群名字命名缅甸少数民族政党恰恰因为它的族裔性体现对本族群利益的庇护和妥协关系。

缅甸现行“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为巩发党、民盟等全国性的缅族政党赢得选举提供诸多便
利条件，而却为少数民族政党参与政治设置重重阻碍。在近三次缅甸全国大选中，少数民族政党赢
得联邦议席数仅分别为７４票、５７票和４７票，根本无法与民盟、巩发党等缅族政党一决高下。全国
大选为缅甸不同民族群体围绕公共权力分配提供了对话、交流的平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族体
竞争，当在国家层面选举失利、代表权无法得到伸张的时候，他们转投民地武寻求政治庇护和领土
要求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选择。少数民族政治阵营分化、重组直接加剧族体间军事化竞争风
险。得益于民地武的军事支持，部分少数民族开始成立规模不等的武装力量或民兵组织以维护自
身安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缅甸同一个民族聚居区内尤其是缅北地区通常世代生活着众多少数
民族，而且也盘踞着数支民地武。当这些少数民族基于各异的利益诉求分别向不同的民地武寻求
安全保护既加剧民地武之间的嫌隙与对立，又恶化少数民族族体间的交往关系。如掸邦北部的康
卡（Ｋａｕｎｇｋｈａ）地区活跃着国防军、果敢同盟军、克钦独立军第８营、潘泰民团（Ｐａｎｔｈａｙ）、大勐稳民
团（Ｔａｒｍｏｅｎｙｅ）、德昂民族解放军等武装力量，②而作为该区域世居族群的克钦、掸、果敢、德昂等无
论向哪支武装寻求支持，都会恶化不同武装力量以及族体之间的安全困境。

更进一步地，政治转型使少数族体的身份认同和历史记忆不断激发，进而向国家提出更多自治
和领土要求。较为典型的有，２０１６年１月成立的掸尼民族军（Ｓｈａｎｎ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ｒｍｙ）不仅以保
护掸尼人免遭克钦独立军以及缅军伤害为己任，而且提出恢复掸尼语、议席保留权以及扩大领土范
围等诉求。部分掸尼族政治精英更是鼓吹建立一个自治的掸尼邦，将其管辖区域确定为实皆省、克
钦邦等大部分地区以及曼德勒省、掸邦的部分区域。③ 近年来，不断发酵的罗兴亚问题之所以悬而
未决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该族群独立成国的政治要求，这势必会引发罗兴亚穆斯林族群与佛教徒之
间严重的社群冲突。毋庸置疑，缅甸现有的政党和选举制度已经在不同族体间建立了权力等级制
度，同时塑造了“族群规模和人口决定选票和议席”的极端观念，鼓励各少数民族通过加强军事实
力和人口规模以保护自身的政治权利。

（三）国家治理能力孱弱与缅甸族群冲突
缅甸现有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难以为变化中的交往关系提供强大的黏合剂。共生环境建

设、政府行政管理以及选举制度等媒介作为国家政治整合的手段近乎表现为一种“统治关系”。由
于政府在该过程的主导和监督作用使得国家与社会尤其是与两种交往关系之间呈现出较大的强制
性，无论是公民间交往还是族体间交往均需要在政府制定的制度和规则下运行，从而保证国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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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和正常社会生活的开展。这种类型的强制性政治整合功能对于刚从殖民统治或社会动荡中独
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当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公民间交往与族
体间交往的基本秩序已经确立，面对两种交往关系所产生的矛盾尤其是身份认同问题时，使用强制
方式更加激化矛盾。因此需要在国家主导之下吸收不同公民群体和不同族体进行协商，形成有约
束力的共识以规制各方行为，最终促进对立双方的政治合作。相比前一种“统治”模式，协商治理
主要表现为一种在国家权力之下的合作治理关系，通过明确平等的政治关系，鼓励对立双方进行交
流，进而推动“重叠性共识”的形成。①

由缅甸政府主导、多方联动协调以应对两种关系产生矛盾的政治整合实践之一就是全国民族
和解。巩发党执政时期，缅甸政府、民地武领导人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先后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期间展
开多轮和谈，最终促成包括佤联合军在内的１４支大大小小的民地武先后与政府签署省邦一级的和
平协议。民盟政府将民族和解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并先后召开四届联邦和平大会暨２１世纪彬龙
会议（后简称和平大会）。尽管民盟政府承诺以包容性的姿态欢迎所有利益攸关方展开充分协商，
然而军政“二元权力”博弈使得部分民地武难以获得平等的参会资格，更毋宁说享有和平大会的决
策和表决权。

事实上，２０１６年第一届和平大会召开之际，民盟政府就以民地武仍与国防军交战为由未邀请
若开军、果敢同盟军以及德昂民族解放军参加。此后尽管在中方的调停下缅北七支民地武悉数到
会，但却只能以观察员身份列席。２０２０年８月，第四届和平大会在缅北七家民地武全部缺席的情
况下如期召开。联邦和谈委员会秘书赛觉纽却直言由于民地武能参与的环节不多，所以该集团缺
席也不会影响本次会议成果。② 当前缅甸国内的民族和解态势尤其是部分民地武的政治心理以及
军事实力都发生明显调适与变化，而缅甸文官政府却慑于国防军的压力不得不对参会民地武的身
份、资格条件等做出“歧视性”规定，从而导致联邦和平大会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结果。值得
注意的是，历届和平大会召开期间，缅甸国防军依然保持“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集中投入
大批精锐力量打压若开军、克钦独立军等民地武。军政双方在全国民族和解进程中的不同实践一
方面表明二者的确存在明显的权力博弈，另一方面则清楚地勾画出缅甸当前国家治理体系虽有相
应的制度外衣但却难掩内核的“统治”关系。

五、结　 　 语
从历史上看，虽然１０４４年缅族人就开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王朝，但缅族王朝统治者坚定奉行

大缅族主义的政策直接导致少数民族离心历史根源的形成。尤其在缅北地区，缅族王朝由于高山
大河的阻隔以及军事力量的限制使其很难推行直接统治的行政管理模式，不得不借助于当地头人
或部族首领的权威以维系一个想象中的缅族共同体。缅甸虽建立起相对统一的封建王朝，但却无
法为统一的缅甸国族建构提供具有民族和社会粘合力的历史积淀。独立建国后，缅甸国内公民间
交往以及不同族体间交往逐步呈现出紧张与隔阂的状态，导致交往断层成为国家建构的难题。面
对异质性的民族和文化构成以及两种交往关系的断层，缅甸政治精英采取一种排斥性的政治整合
策略：通过营造共生环境、政治制度以及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方面的排他性与竞争性使得国家权力
紧紧攥在缅族政治精英尤其是军人集团手中。这种排斥性政治整合直接导致公民间和不同族体间
交往关系的紧张与断层，从而加剧缅甸族群冲突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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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关系、政治整合与缅甸族群冲突

①

②

Ｐｅｔｅｒ Ａｓｋｏｗ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ｎｇｕｓ Ｓｔｅｗａｒｔ（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２０００，ｐｐ． ２１３ － ２１４．
驻缅甸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缅北七支民地武组织决定不参加第四届彬龙和平大会》，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ｊ ／ ２０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００８０２９９３３００． ｓｈｔｍｌ。



族群冲突是二战结束以后多数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的政治和社会难题，是一系列历史
因素与现实政策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但可以归结为具体历史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冲突
与合作是这种交往关系的表现形式。生存于特定国家的公民往往具有多种身份属性，不但具有宪
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身份，而且也有基于血缘、部族、村落等赋予的族体成员身份。多民族发展中
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集中体现为以统一国族为主体、多族体共同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而
统一国族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则端赖国家在政治整合过程中规训不同公民间和不同族体间的交往关
系。缅甸长期族群冲突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中，如果公民之间、公民与族体之间、族体与族体
之间能够实现共在、沟通与协作，那么通畅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则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相
反，如若两种交往关系呈现出断层与排斥性，国家的政治整合将难以实现并最终造成国家的衰败。
因此，两种交往关系的通达和畅是成就政治整合的基础，而多元一体、共荣共生的格局则造就了国
家成功与繁荣的政治与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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